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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工作重塑与创新行为
——基于阴阳和谐认知框架

覃大嘉,  曹乐乐,  施    怡,  胡倩倩,  李根祎
（浙江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 当前日益显著的高不确定及高失业率的职业环境，不断加剧制造业基层技能员

工的职业危机。本研究基于阴阳和谐认知框架和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探索反思能力、

行为能力、交际能力这三个职业能力维度和工作重塑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针对广西的

5家制造业企业选取371个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职业能力三维度均

能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职业能力三维度能够通过激发员工的工作重塑进而促进创新行为；交

际能力的提升能促进反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对工作重塑的影响，进而促进个体创新行为。因此，

本文验证了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以及职业能力的交际能力维度的调节作用，厘清了职业能力

各维度之间及其与创新工作行为的作用机制，丰富了职业能力和创新领域的研究内容，拓展了

JD-R理论的适用范围。此外，本文聚焦于长期未受到重视但对社会稳定影响较大的基层技能

职工的职业发展问题，并说明了基层员工需要通过增强职业能力的方式来促进创新，为基层技

能职工未来的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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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2020年初全球突发的新冠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大量工厂倒闭，让原本已遭遇人工智能

与自动化科技取代压力的生产工人，面临更复杂、不确定性更高的职业环境。事实上，随着“中
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运用数字化智能技术取代重复性高、简单密集的人工生产，已成为企

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因此，制造业用工人数近六年来一直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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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1万下降至21 390万（减少了1 851万）①。这表明，基层生产员工如果没有足够的职业能力

进行创新，进入企业的高新人才队伍就得面对失去工作岗位和职业生涯断裂的危机。

研究证实，在巨大的失业压力下，基层工人面临着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新增工作需求的挑

战（Amabile等，1996；De Spiegelaere等，2014）。由于大部分职工虽然多年从事技能工艺工作，具

备一定的职业能力，但是这种程度的职业能力未能匹配新时代下复杂性不断提升的工作需求，

无法达到企业对员工实现创新目标的要求（Chin等，2019a），因此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来帮助

其实现职业的持续发展。不少文献已证实，知识型员工的职业能力与其工作资源获取息息相

关，对其创新实践至关重要（例如：白贵玉，2016；张学和，2012；徐光等，2016），但至今仍少有研

究探索基层技能职工面临的职业能力与创新问题（Chin等，2019b）。然而，我国制造业基层从业

人员超过2亿，基数庞大，发生结构性失业无论对个体、组织或社会而言都会影响巨大。鉴于此，

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聚焦于探索数字化和高度不确定情境之下，面临重大职业危

机的制造业基层技能职工的职业能力与其创新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

工作要求—资源（JD-R）理论能体现个体职业心理因素的影响，为数字化时代员工解决职

业压力提供人本管理视角（杨红明和廖建桥，2009）。JD-R理论研究个体与工作的互动过程，从

工作需求与资源的变动上，体现“工作特征—工作表现”的动力机制（Demerouti等，2001）。本研

究聚焦于产业数字化带来的基层技能职工工作需求与资源的变化，与JD-R理论的思路相契

合。职业能力是“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包括反思能力、行为能力和交

际能力（Akkermans等，2013）。基于JD-R理论，个体通过其职业能力实现风险高、难度大的创新

实践需要大量的外部资源支持。而工作重塑是个体通过主动争取结构性资源、社会性资源以及

满足挑战性要求等，实现工作和个人特质的更优匹配，以应对组织环境变化的一种前摄行为

（Akkermans和Tims，2017；Petrou等，2015）。员工由于这种获取外部资源的主动性行为的介入，

可进一步激发出创新工作行为。已有研究指出，职业能力与工作重塑可能具有一定的互动关系

（Vogt等，2016），但当前并无关于职业能力与工作重塑之间具体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阴阳和谐理论作为与西方悖论认知方法论相对应的理论，提供了独特的中国式理解，被许

多学者视为一个可行的本土认知框架，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Nonaka和Zhu，2012；Zhang等，

2016；Chin等，2018）。阴阳和谐认知体现出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们，倾向于采用和谐方式以避

免直接的冲突与对抗，从而达到与对手或敌人的共生（Redding，2017；Chin等，2018）。根据阴阳

和谐的认知模式，万事万物都可被表述为一个蕴含“阴与阳”元素的动态系统，阴阳双方相互依

存、矛盾互补、协同演化，在不断的对立统一辩证中推动系统的持续变化和发展（Lloyd，1996；
Lai，2008；Chin，2014；Chin和Liu，2015）。由于中西方员工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其在思维

和认知上会呈现较大的差异，因此，使用中华文化影响的阴阳和谐认知框架来研究中国情境下

的员工职业问题，具有合理性。此外，阴阳和谐框架也在许多研究中被用于证明各种变量之间

的相关关系，阐明一系列的发展过程或者指导关于组织研究多个领域中广泛变化的现象，在本

研究中阴阳和谐认知框架也有其适用性。

同时，由于职业能力可以被划分为反思能力、行为能力和交际能力三个维度

（Akkermans等，2013），且三者在侧重因素和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因此，在探索职业能力如何

影响后果变量的作用机制时，本研究倾向于遵照这一维度划分，把这三种能力区分开来进行分

析。综上，本研究将基于阴阳和谐认知框架和JD-R理论，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分别探讨职业

能力中的三个维度与员工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关系；（2）基于阴阳的相生关系，探讨工作重塑

在职业能力三个维度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3）基于阴阳的相辅相成关系，探讨

①数据来源：《2019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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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能力在反思能力、行为能力与工作重塑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目的是讨论在高度不确定的职业环境下什么样的能力会帮助制造业员工主动进行

工作重塑，以及如何促进其创新行为。研究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5家制造业的基层技能职工作

为样本，通过疫情前后两次问卷发放得到了研究的一手数据。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

性分析以及Bootstrap方法得到研究结论。本文的贡献如下：（1）基于JD-R理论构建假设，通过工

作重塑的中介作用及职业能力三维度中交际能力的调节作用，厘清职业能力各维度之间以及

其与创新工作行为的作用机制，丰富了职业能力以及创新领域的研究内容，并拓展了JD-R理
论的适用范围。（2）基于阴阳和谐框架，探讨职业能力三维度与工作重塑、创新行为作用路径中

蕴含的阴阳相生相长、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研究在数字化与新冠疫情背景下运用阴阳和谐认

知框架，进一步证明该认知框架的本土适用性，也为在中国情境下丰富易学的哲学观点提供理

论参考。（3）以制造业基层技能职工为研究对象，关注其长期处在高度不确定的职业环境下受

到的工作压力与可能承担的失业风险，倡导重视基层员工的职业能力培养，以便匹配企业和行

业的动态要求。（4）本文关于高度不确定环境下如何激发员工的创新实践的研究结论，能够为

政府和企业以及员工个人提供有效的应对思路。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1. 职业能力

职业能力概念是基于传统职业结构改变使个体对其职业路径产生新需求和新规划而提出

的。基于不同的职业概念，对职业能力的定义亦有不同。例如，从无边界职业（boundaryless
career）视角出发，职业能力的重点是维持员工在组织中的价值（Crocitto，1998）；从易变型职业

（protean career）视角出发，强调职业能力对个体价值的影响（Briscoe和Hall，2006）；从职业自我

管理（self-management）视角出发，强调个体需要对职业进行自我管理（De Vos等，2009）；从人

力资源视角出发，职业能力强调持续性学习和员工的可雇佣能力（Kuijpers等，2011）。
Akkermans等（2013）整合以上四个视角，提出新的职业能力维度及概念框架，并设计了可供量

化研究的量表。

鉴于这一概念的整合性，本文采用该职业能力框架进行研究。Akkermans等（2013）将职业

能力定义为“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并将其分为反思能力、交际能力

和行为能力三个维度。在职业能力的相关量化研究中，目前主要聚焦于职业能力的前因变量和

后果变量研究，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变量进行研究。但是从具体的定义来看，反思能力是个体

认知层面的能力，其源于个体的自我意识并决定个体行为的动机；行为能力是由动机所引发的

个体行动层面的能力，决定个体最终的行为方式；而交际能力则是个体对外互动的能力，决定

个体可获得的外部资源。由此可见，职业能力的三个维度在侧重因素和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

因此在探索职业能力如何影响后果变量的作用机制时，本研究倾向于将这三种能力区分开来，

分别考察其在职业能力、工作重塑与创新工作行为演化机制中的作用。

2. 工作重塑

工作重塑概念于2001年提出，聚焦于员工从自身角度出发而进行的主动性行为，且个体的

工作重塑行为并不是随机的，而是通过改变工作需求和资源水平使工作与自身知识、技能和能

力相匹配，并与其偏好和需求相适应（Wrzesniewski等，2010；胡睿玲和田喜洲，2015）。Tims等
（2013）基于JD-R理论，定义工作重塑概念为“员工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要求相适应

而主动做出的行为上的改变”，并将工作重塑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为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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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主管征求评价和反馈，询问同事的意见等）、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例如自主整合任务，提高

专业技术和能力）、增加挑战性的工作要求（例如自愿尝试新方法，无偿做额外的工作等）和减

少妨碍性工作需求（例如避免工作压力大，工作时情绪不好等）。这一基于JD-R模型的工作重

塑概念，解构并诠释了个体需求和能力与工作要求和资源之间的动态平衡。

然而，有研究表明，四维度的工作重塑量表只有前三项（即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增加结构

性工作资源和增加挑战性工作要求）与工作绩效等后果变量呈正相关关系，而减少妨碍性工作

需求与工作绩效无显著关系（Cenciotti等，2016），同时，元分析数据下这一项的因子载荷也远

低于其他三项（Rudolph等，2017）。因此学者在使用工作重塑这个变量时，多半仅选用该量表的

前三个维度，即使用扩展性工作重塑来进行研究（Vogt等，2016）。鉴于此，本研究同样沿用这一

观点，即选取前三项作为对工作重塑这一概念的衡量指标。

3.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是研究工作特征对职业心理健康影响的重要理论模型（Bakker和
Demerouti，2014），该理论认为，所有的工作特征可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两类（齐亚静和伍

新春，2018）。有研究指出，工作特征因素可以通过健康受损过程及动机激发过程的机制影响个

体职业懈怠与工作投入（Demerouti等，2001），JD-R模型中所探讨的不断增加工作的需求特征

与当前中国制造业员工面临的数字化情境所带来的创新要求相契合。随着研究的开展，已有研

究对个体资源在JD-R模型中的作用多集中于心理层面的个体资源研究（蔡笑伦等，2016；刘得

格，2015），但个体资源应包括身体、心理、情感、智力和资本等多个方面（Hobfoll和Stevan，
2002），工作有关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亦是个体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Bakker等，2012）。学者指

出JD-R模型中的工作资源由于其内在和外在的激励动机促使员工实现其个人的目标

（Xanthopoulou等，2007）。综上所述，JD-R模型恰当地解释了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职业环境下，

技能员工基于个体职业能力视角需要满足不断增加的工作需求以及持续地获取资源，故选用

JD-R模型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

4. 阴阳和谐认知框架

认知是指在一个有目的的行动中出现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认识活动（Neisser，1976）。阴
阳和谐概念则起源于中国五大儒家经典之一的《易经》。根据《易经》的说法，世间万物都同时

包含着“阴”和“阳”两种元素：“阴”可象征被动的能量、软实力；“阳”可代表主动的力量、硬实

力，阴阳“相对”并共处于一个整体，其内在的相互作用机制描绘了事物的动态变化（Capra，
1975；Miller，1991；Lloyd，1996；Lai，2008；Chin，2015）。阴阳和谐观作为中国主流哲学的源泉，

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政治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阴阳和谐认知中的阴阳辩证思维与西方悖论

思维存在相似性−都指出一个联合体中相互依赖的元素之间的一种持续的矛盾（Schad等，

2016；Putnam等，2016），但和谐认知心理又包含着东方文化下的独特的战略思想，因此可以被

视为西方认知方法论的对应理论（Chin等，2018）。
阴阳和谐认知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基本认知模式，这是一种独特且矛盾的和谐心理，在该

认知下的人们偏向于通过对复杂且微妙的内在关系的感知，采用和谐方式以避免直接的冲突

对抗，从而达到与竞争对手或敌人的共生共存的发展关系（Redding，2017；Chin等，2018）。有别

于西方悖论认知关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强烈的直面和分析问题以寻求正确答案的倾

向（Lloyd，1996）；阴阳和谐认知涉及事物的相关性，具有服从权威、避免各种对抗行为的明显

倾向（Redding，2017）。由此可见，中国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所寻求的理解是关于事物之间的相似

性、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的关系−即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的序列，但

他们对前者的关注也没有排除后者。从整体上看，阴阳和谐认知方法存在三个研究中的基本原
 

职业能力、工作重塑与创新行为

51



则：（1）阴阳象征着“所有事物中相互依存和共同演化的元素之间永久的矛盾互补”。阴阳可以

被看作开放系统中的两个独立变量，或者被认为等同于西方关于变量之间的一种过程联系；

（2）阴阳和谐是一个“持续的和谐过程”，意味着对所有有形和无形事物之间“暂时平衡但不断

变化的关系”的永恒追求；（3）阴阳和谐认知方法以其“动态、偶然和美学”的特征，综合了以艺

术为基础的方法、解释学视角以及其他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Chin等，2018）。
阴阳和谐理论作为一个可行的认知系统，可以在中国背景中实现最终社会科学目标

（Redding，2017），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理解，被视为一个与西方悖论认知方法平行的本土

认知框架，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应用（Nonaka和Zhu，2012；Zhang等，2016；Chin等，

2018）。鉴于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双方员工在思维和认知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在研

究中国情境下的人力资源以及与员工职业行为相关的问题时，必须将中华文化影响下特有的

阴阳和谐认知模式考虑在内。阴阳和谐认知框架除了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中国的理解，也可以用

于证明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阐明一系列的过程，并指导关于组织研究多个领域中广泛

变化的现象。如本文前述的JD-R模型，其描述了员工需求和能力与工作要求和资源之间的动

态平衡现象，而阴阳和谐认知框架则可以从理论上解释这种现象所产生的根源，因此在本研究

中，JD-R理论也可以被视为是内嵌在阴阳和谐认知框架中的。综上，采用阴阳和谐认知框架不

仅符合我们研究所基于的中国情境也同时适用于我们所研究的内容与模型。

在数字化转型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基层技能职工面临工作难度提升甚至被智能化取代

的压力。在这种情境下，受到阴阳和谐认知思维模式的中国基层技能员工，则可能表现出与西

方员工截然不同的工作行为。恰如《道德经》所说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

有，有生于无”，在这样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相较于西方员工进行直接的冲突对抗行

为，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基层技能员工反而更可能充分发挥能动性，通过感知组织内外部与其自

身职业之间各种微妙和复杂的关系，寻找可能的自身职业发展的突破口（如工作重塑、创新工

作行为等），以此实现与组织以及外部职业环境的共生。此外，阴阳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相辅

相成的互动关系（Chin等，2018）。阴阳相生提出阴阳中一方力量的增加能促进另一方力量的增

加，而阴阳相克则指一方力量的增加会使另一方力量削弱。职业能力使员工更具能力和动机来

进行相应的工作重塑，能力的增加会促进员工工作重塑行为的产生，这诠释了员工需求与能力

与工作要求与资源之间的阴阳动态平衡，其随后进一步激发员工的创新行为，这一路径蕴含着

阴阳的相生相长关系。阴阳之间的互补性，可能形成一种交互作用，并产生借力打力的加成效

果，即阴阳的相辅相成（覃大嘉，2015）。而工作能力的三个维度中，涉及员工内在心理活动的反

思能力和行为能力，与涉及员工的对外沟通的交际能力，形成一种阴阳互补关系，可以对工作

重塑产生加成的影响，这种职业能力之间的互补性也体现出阴阳相辅相成关系。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JD-R为逻辑基础，融合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的阴阳和谐认知框架，来

进行假设建构。通过将职业能力的三个维度分开，探索其维度之间的互补性以及与工作重塑的

作用关系，契合阴阳和谐框架的思路，体现阴阳相生相长、相辅相成作用关系的同时，也明确了

职业能力与工作重塑对个体创新行为的作用路径。

（二）研究假设

1. 职业能力与员工创新行为

反思能力是指个人对自己职业进行反思的程度，包括动机反思和品质反思。动机反思指员

工反思个人事业的兴趣点、激情以及价值所在；品质反思是指反思个人事业中的优劣势、技能

以及工作能力（Tims等，2013）。研究显示，个体反思行为能够促进创新（Hoarau和Kline，2014）。
对于制造业基层技能职工而言，其创新工作行为面临的风险高、回报低，并伴随巨大的压力与

挑战。因此，基层技能员工只有受到足够的激励，才能将压力转化为驱动力并以此进行创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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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而内在驱动的激励因素（如个人目标和挑战）比外在驱动的激励因素（即激励和补偿）更具

催化性（邱敏和胡蓓，2015）。反思可以被视为内在的驱动力量，使得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大环境

所带来的失业困境的制造业员工，通过其主动的内省行为来明确个人能力和职业诉求，并在个

人职业目标驱动下催化出其进一步的创新行为。换言之，反思能力越强的员工，越有明确的动

机进行创新行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基层技能员工的反思能力能够正向影响其创新行为。

行为能力是指个体制定目标、寻求职业发展机会和学习的能力，包括工作探索和职业控制

两个方面。工作探索是指职工个人在各个职业领域中积极地探索和寻找发展机会以实现职业

可能性；职业控制是指个体设定职业规划和按照计划实现阶段目标（Akkermans等，2013）。员
工在具有较强的行为能力时，就会在清晰的职业目标和规划的驱动下，有强烈的意愿来寻求实

现自身职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在当前数字化环境下，技能员工面临着技术转型带来的工作难

度增加甚至失业的困境，创新已成为技能员工应对职业危机、寻求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Chin等，

2019a）。因此，行为能力较强的技能员工，更有可能在自身职业规划和目标的驱动下，通过主动

的探索和寻找，发现创新实践这一重要的职业发展机会。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b：基层技能员工的行为能力能够正向影响其创新行为。

交际能力聚焦于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包括充分运用社交网络和证明自己能力两方面，

前者指个体拥有充足的社会网络资源帮助个体实现职业发展；后者指个体可以清晰明了地向

外部表达自身职业目标和优劣势的能力（Akkermans等，2013）。研究显示，个人与组织外部的

联系将会影响其创新意愿和表现（Kimberly和Evanisko，1981），拥有越高程度的外部社会关系

资源，其创新行为的表现程度也将越好（薛靖和任子平，2006）。交际能力越强的基层技能员工，

越能够与外部环境达成充分的互动，以此更好地向外传达自身的能力与规划，并在工作中获得

更多社会网络资源的支持，进而提高其进行创新行为的可能性。据此可以推断，交际能力越高

的员工，其进行创新行为的意愿越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1c：基层技能员工的交际能力能够正向影响其创新行为。

2.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

基于JD-R理论，工作重塑被定义为“员工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要求相适应而主

动做出的行为上的改变”（Tims等，2013）。研究表明，工作重塑作为一种员工自发性变革行为，

能正向影响员工各种积极工作成果，如工作投入力度、组织公民行为和任务绩效（Petrou等，

2015；Rudolph等，2017；尹奎和刘娜，2016；辛迅和苗仁涛，2018），其与创新行为同样息息相关

（Bakker等，2012；孙永波，2020）。员工进行创新行为需要有充足的资源支持（Bakker等，2014），
基于JD-R模型的扩展性工作重塑包括增加社会性、结构性和挑战性工作资源，能够为创新提

供所需的资源，从而促进技能员工的创新活动（Lichtenthaler和Fischbach，2018）。具体而言，组

织的社会资源有助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开展（杨德祥等，2017），通过工作重塑增加社会工作资源

能够为基层技能员工带来外部的知识和信息，使其更新创新观念并更有可能识别创新机会；人

与工作的匹配会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赵斌和韩盼盼，2016），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使员工能够

自主整合工作任务并使其与自身专业技能与工作需求相匹配，提高对创新进程控制力的感知，

进而增加其创新意愿；增加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需求，有助于刺激员工的应对挑战的决心，并在

工作中提高其认知灵活性并激发创新活力（王甜等，2019）。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技能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正向影响创新行为。

个体的工作自主性是工作重塑的前提（徐长江和陈实，2018），具备主动性、前瞻性特质

（Bakker等，2012；魏新等，2018）或高效能（Brenninkmeijer和Hekkert-Koning，2015）的个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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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在工作中采取工作重塑行为。换言之，个体是否具备进行工作重塑所需的特质和能力是实

施该行为的重要先决变量。对职业目标的设定和对未来工作的展望会激发员工主动性行为（孙

永波等，2020）。反思可以帮助员工了解自身的兴趣和能力并明确其职业目标，进而提高其进行

工作重塑的主动性，以帮助实现职业目标与价值。同理，拥有较强行为能力的员工，会受到职业

目标和规划的激励来对职业发展机会进行积极的探索，并拥有更强的持续学习能力和规划能

力来实施自发的变革行为，以此获取其职业发展所需的资源。此外，交际能力帮助员工实现与

外部环境的有效互动，通过提高其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来帮助其进行工作重塑行为。

基于JD-R模型，工作资源的获取可以作为一种中介，即个人通过内在或外在的激励动机

获取工作相关的资源，促使员工实现其个人的目标（Xanthopoulou等，2007）。而工作重塑作为

一种员工改变工作需求与资源的自发行为，可以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职业能力和员工绩效、

职业成功的路径中发挥作用（Akkermans和Tims，2017）。具体而言，具有较强动机激励的员工，

可以通过工作重塑行为进行自发性的工作需求与资源的改变，如主动增加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需求和各类工作资源等，这种行为可能进一步促进员工的成长并提高其适应力与竞争力

（Hobfoll等，2003；Van Emmerik等，2012），使其具有足够的资源、信心和能力进行创新工作行

为。换言之，工作重塑可以被视为激励过程的一部分，充当一种中介机制，通过工作重塑可以将

个体的职业能力（即一种内在激励因素）转变成创新工作行为（即激励过程的结果）。总的来说，

这契合了阴阳中所谓的相生关系，即“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当技能员工自身拥有较强的职业

能力时，可以激励并帮助其产生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工作重塑行为，来增加外部工作资源的支

持，员工需求和能力与工作要求和资源之间的阴阳动态平衡和发展，可以为其创新活动创造更

好的条件，即个体的反思能力和行为能力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是可以通过工作重塑行为完

成的。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3a：工作重塑在技能员工的反思能力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工作重塑在技能员工的行为能力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3c：工作重塑在技能员工的交际能力与创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3. 职业交际能力的调节作用

尽管交际能力同样属于职业能力的一个维度，但本研究倾向于把它与其余两个能力区分

开来，进一步将其视为一种调节变量来分析。这是由于，反思是获取自我认识的一种形式，是自

我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过程涉及个人的心理编码（Yip，2006；Andacht和Michel，2005）；而
行为能力则是员工基于自我定位之后相对应的外在行动，可被视为受个人心理过程所影响的

一种外部表现（Akkermans等，2013；张振刚等，2015），因此反思能力和行为能力虽然在表现形

式上存在差异，但都涉及员工内部的心理过程。交际能力则属于员工对外的一种沟通能力，涉

及对外部资源的获取（Akkermans等，2013）。总的来说，反思和行为能力都反映了个人内在的

心理编码，而交际能力则更多地强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这两类职业能力的侧重点不同，可以

被视为是阴阳互补的。因此，本文认为交际能力与其他两个能力之间可能存在阴阳关系中的互

补和加成效应。鉴于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交际能力的调节作用具有合理性。

研究显示，外部资源网络结构中要素的获取可以促进个人的动机转化为实际行为（陈水

生，2012）。如前所述，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个体对自身的职业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和定位，因

此这样的员工本身具有较强的行为动机。而当员工同时具备了较好的交际能力时，便拥有了较

好的外部社会网络资源和对外表达能力，这可以帮助本身具有较高主观能动性的基层员工增

加外部资源的支持，可以进一步促进其将动机转化为真正的工作重塑行为，来寻求自身职业的

发展。同样的，个人的外部关系资源也会影响个人工作行为的转化（薛靖和任子平，2006）。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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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可以为有较强行为能力的基层技能员工补充对外获取资源的能力，使其能够在探索职业

未来发展、实现职业目标的过程中拥有足够的外部社会网络资源的配合，这种能力的互补加强

了技能员工进行工作重塑行为的可能性。正如《易传》中提到的“天地交，泰”，“天地交而万物

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体现了一种阴阳互补及其产生的加成效果，即员工的反思能力、行为能

力与获取外部资源的交际能力的互补作用，强化了反思和行为能力对工作重塑的正向影响。我

们提出以下假设：

H4a：基层技能员工交际能力的提升能强化反思能力对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

H4b：基层技能员工交际能力的提升能强化行为能力对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

在H4a和H4b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提出了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外部资源网络结构

中要素的优化组合可以促进动机到行为的转化，并进一步影响行为策略的选择（陈水生，

2012），较强的交际能力所带来的外部网络资源，可以对员工反思能力与交际能力起到互补作

用，这种互补加成作用可以帮助员工突破基层工作环境的限制来进一步实施创新性的实践活

动。换句话说，工作重塑中介了职业能力对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影响，并且该中介作用的大小

取决于员工交际能力的强弱。当员工的交际能力较高时，工作重塑在反思能力和创新工作行为

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此时，员工反思能力会更多地通过工作重塑来影响员工最终的创新工作

行为。同样，交际能力较强时，员工的行为能力也会更多地通过工作重塑来影响员工最终的创

新工作行为。基于以上的综合论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基层技能员工交际能力的提升能促进反思能力对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进而促进个

体创新行为。

H5b：基层技能员工交际能力的提升能促进行为能力对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进而促进个

体创新行为。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程序及样本

智能制造和数字化使得制造业陷入发展窘境。而广西制造业作为连接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要贸易和运输枢纽的重要行业，是当前高度不确定情境下的行业

典型代表。基于此，本研究采取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法，参考前人研究的样本性质以及考虑调

研的便利性，选取了广西梧州市5家不同发展水平的制药公司基层技能职工进行调研。在预调

研阶段，研究人员向专家咨询探讨问卷题项和研究框架，经修改之后确保问卷符合被试者的语

言习惯和假设合理性。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偏差（CMV）的可能性，正式调研分成两个时间段进

行。第一阶段于2019年进行问卷中职业能力题项的填写并收集了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婚姻状况。此次共发放600份问卷，共收回572份问卷。第二阶段于2020年
新冠疫情之后邀请技能职工进行问卷的工作重塑和创新工作行为题项的填写并保证前后两次

问卷由同一人填写。此次发放572份问卷，但由于疫情导致制造业环境恶化。5家制造业中有4家
人事经理告诉研究人员，由于出口贸易困难需要部分裁员，将大量员工工资调整为最低薪资标

准。这一情况的发生使得第二次的收集数据变得非常艰难，研究人员经过与人事以及车间主任

的多次沟通，争取到仍在工厂的在职员工来填写问卷，剔除不合格的97份问卷后，最终只收集

到371份问卷，有效问卷率为64.8%。在本次调研的有效样本中，人口统计学特征如下：男女性

别分别占比24.3%、75.7%；未婚占比22.4%，已婚占比77.6%；年龄在40岁及以下占比达67.7%，

最高为56岁；小学及以下占比3.8%，初中占比19.9%，中专占比41.2%，高中及以上占比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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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测量工具

调查问卷除人口学特征变量外，职业能力、创新工作行为以及工作重塑都采用Likert 6级
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6表示完全同意。

职业能力。本研究采用Akkermans等（2013）开发的量表。其中，涵盖3大维度6种能力共

21个题项，反思职业能力包含7个题项，如“我知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什么对我很重要”，交际职

业能力考虑测量问题保留3个题项，如“我知道如何向我认识的人征求建议”，行为职业能力包

含7个题项，如“我会探索自己在其他职业的发展可能性”。
创新工作行为。采用Van der Vegt和Janssen（2003）开发的量表，主要囊括新想法的产生、新

想法的推进以及新想法的实现3个方面，覃大嘉等（2018）验证了此量表在中国制造业情境下的

适用性。其中包括“我积极寻求将创新性的想法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机会”“我想找出新的解决问

题的方案”等题项。

工作重塑。采用Tims等（2012）开发的量表，此量表因效度较好被学者广泛用于分析工作

重塑与工作绩效等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Bakker等，2012；De Spiegelaere等，2014；Guan和
Frenkel，2018）。考虑到实际测量问题，删除了6个题项。保留的9个题项中包括“我保证会尽全力

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会询问同事们的意见”等题项。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员工年龄、婚姻状况、员工受教育程度以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性别为

虚拟变量，男性为0，女性为1。未婚为0，已婚为1。教育程度分为4档，0为小学及以下，1为初中，

2为中专，3为高中及以上。

具体题项以及量表的效度、信度如表1所示。

四、  研究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验证假设之前，本研究采用Amos24.0对主要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CFA）。通过5个检验统计量、残差均方根（RMR）、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

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和Tucker-Lewis系数（TLI）来评估模型的拟合优度。

CFI、IFI和TLI的值大于0.90表示可接受的模型拟合，值接近0.95则表示良好的模型拟合。

RMR的值越小表示拟合越好。对于RMSEA，小于0.10的值被认为是可接受的模型拟合，小于或

等于0.80的值表明模型拟合良好。通过表2可知，与其他因子模型相比，基准模型的适配度最优

[χ2/df=2.574（χ2=1 373.187，df=514），RMR=0.025<0.05，RMSEA=0.065<0.08，CFI=0.961>0.9，
IFI=0.961>0.9，TLI=0.955>0.9]，说明模型的5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总结了变量的均值、方差以及相关关系。通过表3中的描述性统计可知，反思能力与创

新工作行为（r=0.46，p<0.01）显著正相关；行为能力与创新工作行为（r=0.48，p<0.01）显著正相

关；交际能力与创新工作行为（r=0.42，p<0.01）显著正相关；工作重塑与创新工作行为（r=0.41，
p<0.01）显著正相关。整体的统计结果为假设的进一步验证提供了初步的数据支持。

（三）假设检验

1. 主效应检验

表4显示了研究的主效应检验，在控制了四个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反思能力对创新工作

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1，p<0.01），行为能力对创新工作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β=0.27，p<0.01），交际能力对创新工作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4，p<0.01），假设H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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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和H1c得证。由表4中的模型5可见，工作重塑对创新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2，
p<0.01），故假设H2得到了观测数据的验证（赵红丹和刘微微，2018；刘德文等，2020）。

2. 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检验

通过控制制造业员工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后加入反思能力、行为能力、交际

能力、工作重塑变量得到研究结果，从表5的结果可得出：（1）工作重塑在反思能力与创新工作

表 1    模型聚合效度及信度

变量及题项 因子负荷 CR AVE Cronbach’s α
反思能力
我知道我在工作中喜欢什么 0.957

0.991 0.865 0.937

我知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什么对我很重要 0.971
工作中，我很清楚我对哪些部分充满激情 0.953
工作中，我知道自己的优点是什么 0.969
工作中，我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0.968
我了解我的工作能力 0.977
我了解我具备哪些技能 0.969
交际能力
我能接近帮助我事业的人 0.909

0.925 0.804 0.897我能让别人了解我工作中的优点 0.919
我能让别人了解我的职业目标 0.926
行为能力
我知道如何选择才能继续深造 0.932

0.987 0.817 0.904

我能够确定我的工作领域发展方向 0.918
我会探索自己在其他职业的发展可能性 0.933
我能够制定清晰的职业规划 0.970
我知道一年后在职业生涯中我想取得什么成就 0.875
为实现职业规划，我会进行布局 0.943
为实现职业成就，我会设定阶段目标 0.931
工作重塑
我会努力提高各项能力 0.926

0.989 0.815 0.903

我会努力提高专业技术 0.924
我会努力了解工作中的新事物 0.913
我保证会尽全力发挥自己的能力 0.901
我会询问同事们的意见 0.746
我会主动参与和往常不同的有趣的工作 0.695
我愿意第一个了解并尝试新生产方法 0.696
空闲时，我会尝试新的方法 0.767
观察工作各方面之间的潜在联系，使我的工作更有挑
战性 0.724

创新工作行为
对工作中的问题，我会有新的想法 0.892

0.990 0.789 0.888

探寻新的工作方法、方案或技术 0.910
我想找出新的解决问题方案 0.930
我愿意对创新想法提供支持 0.931
我希望获得对创新想法的支持 0.937
我愿意激励组织成员对创新想法的热情 0.923
我想将创新的想法转为实际应用 0.930
我希望向大家介绍我是如何创新的 0.836
我想评估创新性想法的有效性 0.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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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χ2 df Δχ2 Δdf RMR RMSEA CFI IFI TLI
基准模型 2.574 1 373.187 514 − − 0.025 0.065 0.961 0.961 0.955
四因子模型：
RC+BC 5.296 2 759.207 521 1 386.020 7 0.043 0.108 0.892 0.893 0.877

三因子模型：
RC+CC+BC 5.925 3 104.781 524 1 731.594 10 0.039 0.115 0.876 0.876 0.859

二因子模型：
RC+CC+BC+JC 9.316 4 900.194 526 3 527.007 12 0.112 0.150 0.789 0.790 0.762

单因子模型：
RC+CC+BC+JC+IWB 14.201 7 568.903 533 6 195.716 19 0.133 0.189 0.661 0.662 0.622

　　注：RC表示反思能力；CC表示交际能力；BC表示行为能力；JC表示工作重塑；IWB表示创新工作行为。

表 3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关系矩阵

变量 标准差 均值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0.43 0.76 −
2.婚姻 0.42 0.78 0.27** −
3.教育 0.84 2.08 −0.21** −0.14** −
4.年龄 8.37 36.23 0.07 0.39** −0.24** −
5.RC 0.86 4.62 0.03 −0.05 −0.13** 0.11** −
6.BC 0.84 4.61 0.07 0.02 −0.15** 0.12* 0.73** −
7.CC 0.73 4.59 0.04 −0.02 −0.10 0.12* 0.72** 0.61** −
8.JC 0.74 4.95 −0.04 0.00 0.08 0.10 0.17** 0.13* 0.30** −
9.IWB 0.74 5.00 −0.01 0.04 0.00 0.00 0.46** 0.48** 0.42** 0.41**

　　注：RC表示反思能力；CC表示交际能力；BC表示行为能力；JC表示工作重塑；IWB表示创新工作行
为；N=371，**表示p<0.01，*表示p<0.05。

表 4    主效应检验

变量
创新工作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性别 −0.04 −0.07 −0.10 −0.10 −0.06
婚姻状况 0.10 0.20* 0.19* 0.19* 0.20*

教育 0 0.04 0.06 0.05 0.07
年龄 0 −0.01 −0.01 −0.01 −0.01
反思能力 0.41** 0.22** 0.15* 0.17**

行为能力 0.27** 0.25** 0.27**

交际能力 0.14** 0.01
工作重塑 0.42**

R2 0.02 0.23 0.27 0.28 0.17
调整R2 −0.01 0.22 0.26 0.27 0.16
F值 0.23 21.26** 22.38** 20.03** 15.23**

　　注：N=371；**表示p<0.01，*表示p<0.05。

表 5    中介作用分析

自变量
自变量（X）→工作重塑（M）→创新工作行为（Y）

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Effect SE Effect BootSE

反思能力 0.35** 0.04 0.05 0.03 [0.01，0.11]
行为能力 0.37** 0.04 0.04 0.03 [0.01，0.09]
交际能力 0.33** 0.05 0.10 0.03 [0.04，0.16]

　　注：N=371；**表示p<0.01，*表示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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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成立（β=0.05，95%CI=[0.01，0.11]，不含零点），因此假设H3a成立。

（2）工作重塑在行为能力与创新工作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成立（β=0.04，95%CI=[0.01，0.09]，不
含零点），因此假设H3b成立。（3）工作重塑在交际能力与创新工作行为的中介作用检验成立

（β=0.10，95%CI=[0.04，0.16]，不含零点），因此假设H3c成立。

3. 交际能力的调节效应

研究采用温忠麟等（2006）提到的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方法，以调节变量交际能力的均值加

减一个标准差作为分组标准，对高/低组交际能力两种情况的简单斜率进行计算。结果如图1所
示，在交际能力低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条件下，反思能力对工作重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简

单斜率估计值为4.43；p<0.01）；在交际能力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条件下，反思能力对工作

重塑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简单斜率估计值为6.41；p<0.01）。比起低组值，高组值的反思能力

对工作重塑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故简单的调节效应成立；同样，在低交际能力条件下，简单斜

率估计值为2.87（p<0.01），在高交际能力条件下，简单斜率估计值为4.17（p<0.01）。比起低组

值，高组值的行为能力对工作重塑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交际能力对行为能力与工作重

塑关系的调节效应得到了支持，即假设H4a和假设H4b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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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际能力的调节效应（左为反思能力—工作重塑，右为行为能力—工作重塑）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process软件和Bootstrap方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假设H5a和H5b是否成立。结果

表明（见表6），当技能职工拥有一定水平的交际能力时，在反思能力和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工作

重塑的中介效应为0.057，CI=[0.024，0.091]。此外，反思能力还调节了另一中介模型，即在行为

能力和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工作重塑的中介效应为0.037，CI=[0.004，0.072]，从而使工作重塑在

行为能力和创新行为关系的中介效果增强。因此，假设H5a和H5b完全得到了观测数据的支持。
 

表 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工作重塑的间接效应 SE LLCI ULCI

创新工作行为
反思能力 0.057 0.017 0.024 0.091
行为能力 0.037 0.019 0.004 0.072

　　注：N=371；**表示p<0.01，*表示p<0.05。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阴阳和谐思维和JD-R理论框架构建假设，并通过疫情前后两次问卷数据的大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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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证分析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厘清了个体职业能力和工作重塑对其创新实践的作用机制，
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在高度不确定的职业环境下，基层技能员工具有反思能力时，可能直接推
动员工的创新，或通过激发其工作重塑来推动创新行为的产生；同理，员工具有较强的行为能
力，可以推动其创新，或通过工作重塑进一步影响其创新工作行为；员工具有较强的交际能力
时，可以正向影响创新工作行为的产生，或通过激发其进行工作重塑来促进其创新。综上所述，
工作重塑在职业能力三个维度与创新行为的作用过程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其次，职业能力中
包含的反思能力与行为能力对工作重塑的作用会受到交际能力的影响。交际能力体现员工可
获得的外部社会网络资源支持，可以对反思能力起到补充作用并以此强化其对工作重塑的影
响，进而促进其创新工作能力；员工的交际能力同样可以被视为对行为能力的补充，通过强化
其对工作重塑的影响，再促进创新工作行为。由此可见，制造业员工拥有良好的社交资源和对
外表达能力，会帮助其增加外部资源的配合，使其有可能进行工作重塑以突破基层关系边界和
任务分配的限制进行创新活动。以上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理论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上看，首先，本研究聚焦于基层技能员工的职业能力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填补了

本领域的空白。其次，本研究的结论揭示了在高不确定情境下资源获取的重要作用，为未来有
关职业能力、创新工作行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次，本研究基于东方智慧探索职业
能力三个维度之间的阴阳互补及其产生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以及职业能力通过影响工作重塑
再影响员工创新工作行为的阴阳相生关系，进一步证明了阴阳思维在解释管理问题上的可行
性。最后，本研究拓展了JD-R理论在员工创新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从实践来看，本研究为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员工个人、企业和政府提供了解除困境的思路。
首先，为基层员工指出职业发展可能的路径。基层技能员工体量庞大，在面对技术进步与新冠
疫情所造成的职业困境时，必须更新自身的技术与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持其在高不确定性和复
杂性的环境下的职业生涯。其次，本研究从个体视角出发为企业创新管理提供新的管理逻辑，
为企业在数字化和新冠疫情大环境下的发展提出指导与建议。最后，本研究聚焦于对社会稳定
影响较大的基层职工的职业发展问题，保障该群体的就业将对社会经济平稳运行产生巨大贡
献，因此本文可以为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个体进行工作重塑行为的意愿强弱会受到个体性格特质

（如主动型、外向型、尽责型人格等）的影响（Bakker等，2012；魏新等，2018），但本文并没有考虑
基层员工的个体特征差异。未来可以将个体特征差异纳入本模型的研究。其次，本研究聚焦于
制造业基层技能员工，尽管该群体符合本文的研究背景，但其他群体在该模型中的影响路径是
否存在差异尚未知晓。未来可以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行业和其他层级的员工，以增强本研究
结论的适用性。最后，本研究结论虽然强调了员工职业能力的重要性，但不同行业、不同职位的
员工是否拥有不同的职业能力，如何培养这些职业能力以促进其创新工作行为，未来还需要进
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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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er Competencies, Job Crafting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Insights from Yin-Yang Harmony Cognition

Chin Tachia,  Cao Lele,  Shi Yi,  Hu Qianqian,  Li Genyi
（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Summary: Nowadays the career  landscape faced with the constant  increase of  uncertainties,
innovation requirements and unemployment rate has aggravated the career crisis among the front-line
technical workers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front-line technic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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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to enhance career competencies（CCs）and realize individual innovation to cope with complex and
changeable environmental demands.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puts more focus on the innovative
workplace behavior（IWB）of knowledgeable staff and limited research has investigated how front-line
technical workers display IWB. Given this, our study integrates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ese culture（i.e.,
the Yin-Yang harmony cognitive framework）and Western “job demands-resources”（JD-R）theory,
propos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CCs,  job crafting（JC）and IWB, and constructing the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model.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e form of questionnaires, and the variables were assessed with
validated scales. In order to reduce common method variance, we collected data across two waves. At
time1, we chose front-line technical workers from 5 manufacturing firms in Guangxi Province to
measure CC（antecedent）and related control variables in 2019. Then at time2, we only included
participants who responded to the first survey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JC（mediator）and
IWB（outcome variables）in 2020. The study finally obtained 371 useable samples, while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ierarchy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adopted to generate
empirical resul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C（i.e., reflective, communicative, and behavioral
CC）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WB, respectivel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C（i.e., reflective,
communicative, and behavioral CC）significantly promote JC and through which to further enhance
IWB; the communicative CC enhances the impacts of reflective CC and behavioral CC on JC, based on
which it further increases IWB. In sum,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JC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municative CC. Moreover, we clarify the mechanism betwee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CC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IWB, enriching the literature of career competencies and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JD-R theory.

Our study makes several contributions to the literature: First, it focuses on investigating the issues
regarding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front-line technical workers, which were not paid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for a long time but have had a great impact on societal stability. It indicates that the front-
line technical workers can promote innovation by enhancing their CCs, thus illuminating the direction
for employees’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n-Yang harmony
cognitive framework, it discovers the interacting and causal associations among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Cs, JC and IWB, as they mutually reinforce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is offer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Yin-Yang philosophy. Third, whereas this research is conducted in a highly uncertain
environment, our conclusion can help the government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r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adversities facing grassroots workers and provide concrete suggestions for policy-making.

Key words: career  competencies; innovative  behavior; job  crafting; Yin-Yang harmony; job
demands-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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